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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国际发展援助模式的比较和演进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
要研究课题。同样重要的是对不同路径选取背后的战略考量。随着中国对外援助
的迅速增加，如何借鉴他国经验和教训来优化中国对外援助正变得日益重要。日
本的对外援助一直是国际学界和政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这不仅是因为其在提供
国际发展援助上的长期巨大体量，更在于其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范畴属于西
方阵营，却具有不同于欧美且相对独立的国际发展援助政策，因而日本对外援助
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系。文章基于日本近６０年来的国际发展援助数据，采用比较
分析框架，对日本二战后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进行了翔实的数据分析。文章认为，
日本对外援助数据显示出其具有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而这三个阶段与其１９５４年
加入 “科伦坡计划”以来经历的探索发展期、谋求政治大国期、独立风格成型期
高度契合。文章通过探讨其不断演进背后的战略考量，有助于理解日本战后国际
发展援助的动态路径演变及其背后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对
优化中国对外援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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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即开始了对外援助。作为一个被国际社会限制不
能采用军事手段的国家，对外援助成为日本重要的外交武器。时至２０１８年，

日本依然是世界上至关重要的援助大国，是亚洲第一个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ＥＣＤ）的
经济体，也是亚洲第一个加入 ＯＥＣＤ 开发援助委员会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ＤＡＣ）的经济体。在一个主要由欧美国家组成的国
际援助组织里，日本的地位举足轻重。１９８９年，日本成为ＤＡＣ中提供政府
开发援助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ＤＡ）最多的国家，远超欧美
各国并维持这一地位几近十年。战后日本开始提供对外援助的６０多年里，

其对外援助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在援助的地区和援助的领域上的

分布有什么特点？与欧美等其他国家相比，其援助有什么不同？影响日本从
援助的上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国际和国内动因是什么？日本提供对外

援助背后的利益考量、援助理念和约束条件是什么？呈现出什么样的对外风
格和政策特点？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明晰日本战后对外援助演
进背后的战略考量，厘清该战略演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国内发展之间
的内在逻辑。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不断加

深，对外援助已成为中国与受援助国家和地区重要的外交媒介，对外援助在
中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一直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对其他
国家和地区提供对外援助，强调 “南南合作”的对外援助框架，在援助理念
上一直强调对外援助 “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
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的原则。① 中国的对外援助实践在
国际上既有友好的赞扬也有尖锐的批评，而这一切都与日本对外援助的发展
在历史上有惊人的相似。因此，深度分析和解剖日本对外援助的发展历程，

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对中国优化对外援助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外学界对于日本对外援助的研究比较丰富，而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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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对外援助 （２０１４）》白皮书，ｈｔｔｐ：／／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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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较少。综合来看，国内外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日本对

外援助的战略分析方面，历史梳理不够细致；二是在探讨日本对外援助的论

据使用上，缺乏对现有翔实援助数据的充分使用和系统展示。本文将以１９９２
年和２０１５年日本发布的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和 《开发合作大纲》两大

ＯＤＡ纲领性文件为界，结合日本相应阶段对外援助的战略特点，将日本战

后对外援助的发展分为探索发展期、谋求政治大国期、独立风格成型期三大

时期，并通过对１９６０年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对外援助数据的系统

展示和比较，来呈现日本各个阶段对外援助的特点。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通过数据支撑，对日本战后对外援助的发展进

行了系统的历史梳理和分析，并通过与欧美等国对外援助的比较，总结了日

本对外援助的突出特点。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其可以区分为三个明显不同的

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相应的高度契合的援助战略主题：探索发展期、谋求

政治大国期、独立风格成型期；尽管日本是ＯＥＣＤ　ＤＡＣ体系中的重要援助

大国，日本的对外援助在实践中却与以欧美主导的 ＤＡＣ理念不完全相

符———日本一直有其基于自身援助战略的理念和特点；日本在其对外援助的

动态演进中，也一直有三个贯穿始终的突出特点：地域上以东南亚为大本

营，目标上从不放弃经济利益，外交上服务于政治大国的理想。本文为研究

对外援助提供了一定的新视野、新论据和新方法，对于把握日本对外援助的

战略意图和预测日本未来对外援助发展的走势，都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

价值。

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导论部分概述本文的基本研究框架，第二部分总

结国内外学者关于日本对外援助的研究成果和不足，第三至五部分基于历史

分析和数据展示，系统梳理日本对外援助相对于欧美动态演进的三个阶段，

最后对日本对外援助政策进行简单评价并总结全文。

二、国内外研究概述

１９５４年，日本加入 “科伦坡计划”成为国际援助国。此后，伴随着战后

重建和经济腾飞，日本的对外援助也开始蓬勃发展，于１９８９年成为了世界

第一大援助国，并维持这一地位几近十年。作为一个非欧美的 ＯＥＣＤ　ＤＡＣ
援助大国，又对中国提供过长期援助，日本对外援助的实践引起了海内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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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关注。目前，除了整体介绍日本对外援助的综合性专著外，① 对日本对

外援助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家利益视角

从国际关系的视角考虑，国家利益一直是审视对外援助的核心要素。正

如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所指出的那样，尽管一

国对外援助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所有形式的援助都是政治性的，

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和促进国家利益。② 在考量日本的对外援助时，国家利

益也必然是重要的视角。

林晓光认为，对外援助是日本政府 “扬长避短的战略选择”。日本作为

战败国，受和平宪法的限制，无法将军事作为外交武器，为维护和扩大本国

的国家利益，经济外交因此成了日本的必然选择。③ 朱凤岚指出，由于在战

后不能采用军事手段，日本对外援助不仅是实现其国家战略不得不使用的特

殊经济手段，更是其获取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日本对对外援助的大幅支出

是因为对外援助的 “产出”要远高于 “投入”。④ 丹尼斯·亚苏莫 （Ｄｅｎｎｉｓ

Ｙａｓｕｔｏｍｏ）通过梳理日本对外援助的历史后指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对外

援助从日本众多政策中脱颖而出，成为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的核心。

与军事或贸易相比，对外援助作为日本可以自主掌控的外交工具不易激起与

他国 （尤其是美国）的摩擦或冲突，在实践中有效地实现了日本的外交目

标，获得了国际和国内的广泛支持，提高了其国际地位，且向日本展示了一

条理想的、非军事的、积极有为的通往国际大国的可行路径，这些因素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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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张光：《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
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Ａｌａｎ　Ｒｉｘ，Ｊａｐ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ｉｄ：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ｏｎｄｏｎ：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１９８０；Ｊｏｈ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ｈｉｔ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ｉｄ，Ｌｏｎｄｏｎ：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６４。

汉斯·摩根索将援助的类型分为六种：人道主义援助、生存援助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ｉｄ）、军事援
助、声誉援助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　ａｉｄ）、收买援助 （ｂｒｉｂｅｒｙ）和经济发展援助。参见 Ｈａｎｓ　Ｍｏｒｇｅｎｔｈａｕ，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６，Ｎｏ．２，１９６２，

ｐｐ．３０１－３０９。

林晓光：《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与政府开发援助》，载 《亚非纵横》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６４～
７０页。

朱凤岚：《对外经济援助在战后日本国家发展中的地位》，载 《世界历史》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第３４～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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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日本的国家利益，共同促进日本成为自我强化式的援助大国。①

经济利益一直是日本对外援助的重要目标，这在其对外援助初期表现得

尤为明显。日本通过对外援助进军受援国市场，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进

而推动日本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其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是

日本对外援助的重要动力，这在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甚至在早期的日本对外

援助研究中，约翰·怀特 （Ｊｏｈｎ　Ｗｈｉｔｅ）认为对外援助中基本不存在非经济

因素的动机。②

政治与安全利益是日本对外援助的另一大目标。威廉·布鲁克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ｒｏｏｋｓ）和罗伯特·奥尔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ｒｒ）指出，日本不能使用军事

力量却承受着世界军事动荡对本国政治与安全的威胁，通过巧妙地使用对外

援助来保障对日本具有政治与安全意义的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日本

具有重大的意义。③ 五十岚武士认为，日本对外援助逐渐转向政治与意识形

态利益，反映了日本有意维护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意图。④ 丹尼斯·

亚苏莫 （Ｄｅｎｎｉｓ　Ｙａｓｕｔｏｍｏ）指出，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以后，日

本对外援助在实践上趋于政治化，不再局限于经济与商业利益。这种政治化还

蔓延到安全领域，反映在日本的 “全面安全保障”（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的

主张，即通过对外援助来全面保障日本的经济与军事安全。⑤

（二）援助理念视角

援助理念 （ａｉ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是一个国家实行对外援助的准则。这些准则

反映了一国对外援助的视角和对外援助的逻辑。如前所述，学界对于国家利

益的探讨是理解日本对外援助的重要视角。然而，国家利益具有不同的侧

面，随着历史的推进，国家利益的侧重点也在不断演进，这与国际形势和国

内自身发展情况密切相关。因此，对国家利益的考察离不开对历史情境的分

析。但大多数现有的研究仅将历史情境作为背景介绍一笔带过，缺乏对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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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ｅｎｎｉｓ　Ｔ．Ｙａｓｕｔｏｍｏ，“Ｗｈｙ　Ａｉｄ？Ｊａｐａｎ　ａｓ　ａｎ ‘Ａｉｄ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６２，Ｎｏ．４，１９８９，ｐｐ．４９０－５０３．
Ｊｏｈｎ　Ｗｈｉｔｅ，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ｉ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Ｌ．Ｂｒｏｏｋｓ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Ｊａｐａｎ’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２５，Ｎｏ．３，１９８５，ｐｐ．３２２－３４０．
五十嵐武士 『日本のＯＤＡと國際秩序』、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１９９０年、８３頁。

Ｄｅｎｎｉｓ　Ｔ．Ｙａｓｕｔｏｍｏ，Ｔｈ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ｏｆ　Ｇｉｖ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ｉｄ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Ｍａｓｓ．：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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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历史情境下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情况的分析，缺乏特定历史情景是如

何影响日本对外援助的分析，同时对国家利益考量的机理也缺乏足够的
分析。

艾玛·马德斯利 （Ｅｍｍａ　Ｍａｗｄｓｌｅｙ）区分了以ＤＡＣ为代表的传统西方
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两种援助理念。前者强调对外援助的慈善性质和道德
义务，认为发达国家应当提供不求回报、单方面的转移支付来帮助不发达国
家。后者则强调与同属第三世界国家的受援国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寻

求合作共赢的机会。① 服部智久 （Ｔｏｍｏｈｉｓａ　Ｈａｔｔｏｒｉ）认为，发达国家对发
展中国家看似不求回报、单方面资源输出的援助并非是无偿的，发达国家这
种赠予式的援助事实上给予其凌驾于发展中国家之上的某种道德优越性，使
得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有某种至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要依附于发达国

家作为报答的义务。② 福田咲子 （Ｓａｋｉｋｏ　Ｆｕｋｕｄａ－Ｐａｒｒ）和志贺博明
（Ｈｉｒｏｏｋｉ　Ｓｈｉｇａ）通过援引服部智久关于对外援助的道德性质的论述，分析
了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这种由于援助产生的互动关系对于对外援助的影响，

并通过研究日本对外援助的发展过程后提出，尽管日本属于欧美阵营且是

ＤＡＣ的重要成员，但在努力遵循ＤＡＣ规范的过程中并非完全认同其理念，

其强调受援国的自主性和与受援国的经济合作和共同发展，日本的援助理念
更接近新兴国家的对外援助理念。③ 一些日本学者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援助
理念。久保田勇夫认为，日本对外援助既是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又可以从中
获得经济回报并提升日本国际形象。④ 西川吉光则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日本
的繁荣依赖于国际的繁荣与稳定，⑤ 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也是对日本

自身的帮助。欧美一些学者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对于日
本对外援助过于关注地缘经济利益和较差的援助质量，欧美国家一直批评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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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在１９８９年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援助国后，这些批评更达到了一个顶

峰。在各种考量下，日本提出要提高援助质量，更加强调对人的关怀，并在

１９９２年首次颁布的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点。通过分别考

量日本对各国的援助概况以及对菲律宾的一个乡村生活改善计划后，史蒂

夫·霍克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Ｈｏｏｋ）和张光 （Ｇｕ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以及亨利·斯彻文思
（Ｈｅｎｒｙ　Ｓｃｈｅｙｖｅｎｓ）指出，尽管日本政府提出要不断提高援助质量，但实际

上作为并不多，日本对外援助中的经济考量仍然占相当大的比重。① 这反映

了日本在援助理念上尽管表示要遵循ＤＡＣ的规范，但在实际上仍然强调对

外援助的经济互利。

援助理念作为对外援助原则标准与方式方法的宣传，对内契合国家对外

援助战略的内在逻辑，对外可以为对外援助的实践争取国际支持与合法性。

现有对日本对外援助理念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考察日本对外援助的质量，侧重

考量经济利益与道德帮扶两方面孰轻孰重。现有研究较少从日本援助理念的

角度进行分析，即没有分析作为西方盟友一员的日本是如何一方面在西方语

言体系下宣扬其援助理念，另一方面又为其援助战略独立发声及复杂互动。

（三）援助特点视角

日本对外援助自身有很多特点，许多学者从这些特点出发分析了日本的

对外援助。

首先，日本的对外援助与经济发展联系紧密。日本的对外援助、贸易与

投资三者齐头并进，共同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被称为 “三位一

体”（ｔｒｉｎｉｔ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已被日本官方认可并被学术界广泛讨论。②

其次，日本对外援助的国内机制也受到关注。霍克和张提出，日本在提

高援助质量和追求援助的经济利益这两大目标上相互 “龃龉”的事实反映了

其国内不同机构之间的博弈。外务省希望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因而主张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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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援助质量；而通产省主要代表日本商界的利益，强调对外援助的经济目

标。① 坚田绪里 （Ｓａｏｒｉ　Ｎ．Ｋａｔａｄａ）继承了这一观点，并认为国内民众的意

愿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使得这一博弈变得更加复杂。② 平田庆子 （Ｋｅｉｋｏ

Ｈｉｒａｔａ）还考察了日本大藏省 （现日本财务省）、日本国际合作署、日本海

外经济协力基金以及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等机构在日本对外援助方面的

影响。③

再次，日本在国际援助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思

考。自１９９３年日本成功举办第一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Ｔｈｅ　Ｔｏｋｙ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ＩＣＡＤ）以来，日本在

非洲发展议题上就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松尾渡边 （Ｍａｔｓｕｏ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通过对第四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的分析指出，该会议的成功举办表明了

日本的对外援助从过往的遵循国际惯例变得越来越有自主性和灵活性，日本

对非洲的大力援助有利于加强日本与非洲国家的联系，有助于赢得非洲国家

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支持并拓展与非洲国家的商业合作机会。④ 石川滋
（Ｓｈｉｇｅｒｕ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等日本学者则认为，在目前普遍贫穷和落后的情况下，

日本自身从发展中国家步入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广大非洲国家具有较大的借

鉴意义，值得向非洲推广。⑤ 日本也是关注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主导国家。

穆尼尔·侯赛因·摩尼 （Ｍｏｎｉｒ　Ｈｏｓｓａｉｎ　Ｍｏｎｉ）指出，全球环境问题是国际

社会一直关注的重要话题，也是联合国的重要议题，但是之前并没有出现主

动承担领导责任的国家。日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援助国之一，长期致力于援

助国际环境项目，又在其国内改善环境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些因素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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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日本站出来为世界环境问题发声，并获得了国际社会较大规模的支持与好

评，成为该议题上的主导国家。①

最后，援助特点是援助战略外在的表征。 “三位一体”的模式体现了

日本对外援助中经济利益的分量，以外务省与通产省为代表的关于日本对

外援助的分歧体现了不同时期日本对外援助在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之间的

竞争，日本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突出表现则反映了其追寻国际大国地

位的姿态。本文将把日本对外援助的特点与援助战略结合起来，将援助特

点作为日本实现其援助战略的各个层次的外在反映，使之归于一个整体的

框架。

（四）日本对外援助战略的分析框架

综上所述，虽然现有的日本对外援助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待

改进。

第一，在对日本对外援助战略的探讨上，历史情境的分析有待进一步梳

理。首先，在日本６０多年的对外援助实践中，援助战略已发生了较大的演

进，虽然现有研究也有提及这一演进过程，但是在论述或论证上缺乏系统性

的分析框架，往往以特定时点的特定事件作为简单证据。其次，日本对外援

助战略的演进是一个历史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日本国

内的发展状况都会对其演进发挥重大的约束和塑造作用，进而显现在日本对

国家利益的界定、援助理念的表达以及援助特点等方面，但现有研究缺少对

历史情境脉络的系统性梳理，对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发展状况这两个关键影

响变量也缺乏持续考察。

第二，在论据的使用上，现有研究缺乏对目前翔实数据的充分利用。日

本对外援助战略演进过程的一个直接反映是援助数据和指标的变化。自加入

ＤＡＣ以来，日本对外援助留下了翔实的记录和数据，真实地体现了日本援

助的分布、援助重点、援助质量的变化，反映了日本对外援助战略的演进过

程。但现有研究暂无对这一系列数据进行连贯而系统的展示分析。因此，本

文提出了一个对日本对外援助战略演进过程的分析框架，将日本对外援助战

略演进的系统过程进行整合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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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日本对外援助战略演进分析框架

　　基于上述框架，以日本政府提出的１９９２年的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和

２０１５年的 《开发合作大纲》两大官方发展援助纲领性政策文件为界，本文将

日本战后复杂的对外援助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本对外援助的探

索发展期 （１９５４～１９９１），第二阶段为日本对外援助的谋求政治大国期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第三阶段为日本对外援助的独立风格成型期 （２０１５～）。

三、日本对外援助的探索发展期 （１９５４～１９９１）

（一）探索发展期的历史背景与援助战略分析

第一阶段是日本对外援助的探索发展期。日本在战后不久即以受援国和

援助国的双重身份加入了欧美阵营的对外援助体系，并开始对外提供国际援

助。在这一时期，尽管日本对外援助的发端并非完全自愿，但对外援助却在

发展中逐渐成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要素。在该时期，日本的对外援助政策经

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为后来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的定型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制度遗产。在探索发展期内，大抵以１９７３年为界，

又可以分为不同目标的两个时段。

１．以经济发展为目标 （１９５４～１９７２）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冷战是日本提供对外援助的开始，也是日本重

建得以拥有对外援助能力的时代大背景。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形势日趋严

峻，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亚太地区的形势变得更为紧张，这促使美国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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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改变其亚太策略尤其是改变其之前削弱日本、防止日本东山再起的对日政

策。美国迅速开始和日本协商，于１９５１年与日本签订了 《旧金山协议》，从

此结束了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同时签订了 《日美安全条约》，双方成为盟友，

由此，日本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也被美国赋予厚望，以

期成为美国遏制苏联势力范围进一步向东南亚地区扩展的桥头堡。 《旧金山

协议》约定，日本必须向其二战时期侵略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支付赔偿。

１９５４年，日本又加入了英国领导的援助南亚和东南亚发展的 “科伦坡计划”，

这标志着日本正式加入欧美阵营的国际援助体系。同年，日本与缅甸签订
《日缅和平条约》和 《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日本对外援助的实践从此

拉开了帷幕。日本占领时期的历史背景和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日本对

外援助的发轫，也决定了日本对外援助的开端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

从日本国内发展状况来说，二战结束后，日本国内百废待兴，经济形势

严峻，美国占领时期的削弱政策更使当时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二战前，作

为一个资源缺乏的工业强国，日本的经济发展与东南亚密不可分。一方面，

东南亚是日本最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另一方面，东南亚也是日本重要的商

品出口市场。二战中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和掠夺切断了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

家的外交关系和政经往来，使日本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国内工业衰

退，另一方面又缺乏国外原材料供应与商品销售市场。

面对这样的国内外形势，日本确定了优先发展经济以恢复国家 “元气”和

实力的发展战略。一方面，由于日本 “和平宪法”以及 《旧金山协议》、《日美

安全条约》的限定，决定了当时的日本不可能再走军事扩张的道路，继续扩

充、发展军事。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经济亟待复兴和发展，而与美国化敌为友

后，日本经济复兴迎来了历史机遇，美国提供了包括朝鲜战争订单等在内的一

系列有利于日本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援助。放弃军事化国家的战略，综合利用国

内外政策和约束，大力发展经济，成为日本战后各届政府的一致战略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由 《旧金山协议》发端的日本并非全然自愿的对外援

助，事后被证明有效地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兴和发展，充分契合了日本该时

期优先发展经济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对外援助逐渐被日本政府放在了更为核

心的位置。在这一时期，日本在其官方表述中把这种援助称为 “经济合作”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而非 “国际援助”，这种援助理念的表达，一方面

固然包含着援助的 “赔偿”责任，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日本政府认可这种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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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对外援助对日本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提供对外援助，日本重新建立了与东南

亚国家的联系，打开了东南亚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大门。第二，日本的对外

援助通常附加一系列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这也是日本对外援助

在这一时期的鲜明特点。一方面，在 《旧金山协议》第１４条中提及，日本

支付 “赔偿”应当以提供 “生产”（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等服务方式而非直接提供货

币的方式进行，且同盟国应考虑提供给日本用于生产所需的原材料。① 这种

安排事实上有利于日本保留外汇，鼓励国内发展工业生产，并促进了日本的

出口贸易，增强了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打开了国际市场。另一方面，日

本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绝大多数是以贷款而非赠予的方式进行，这些贷款

基本上都包含了附加条件，即这些贷款只能被用于购买日本的商品和服务。

这无异于 “将钱从一个口袋里掏出来又放回另一个口袋”，同时极大地促进

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而这正是日本经济复兴战略的重点。这一时期的

对外援助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对外贸易、对外投资以及经济增长，被日本官

方总结为对外援助的 “日本模式” （Ｊａｐａｎ　ＯＤＡ　Ｍｏｄｅｌ）。② 日本首先与受援

国签订赔偿或经济合作协定，并承诺为受援国修建道路、发电厂、港口等基

础设施 （大多数以日元贷款的方式），受援国也因此有极大的动力来为日本

企业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与此同时，随着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改善，日

本国内的私营部门也更有动力通过与ＯＤＡ的合作途径或自行进入的方式前

往这些国家投资私营部门，这反过来更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的贸易与经济发

展。积攒了大量贸易盈余的日本又更倾向于进一步加大对外援助和原材料进

口的力度，从而形成了 “援助贷款—投资—贸易”的良性循环。正是在探索

和发展这种援助战略的 “日本模式”的实践中，对外援助对日本经济发展的

重要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因而成为日本对外政策中越来越经常使用的工具，

也逐渐成为日本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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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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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援助目标多元化 （１９７３～１９９１）

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间，日本经历的几大危机促使其开始反思之前的援助政
策，１９７３年及之后的一些新情况和新形势也促成了日本对外援助战略的转
变。随着经济和贸易的不断发展，日本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日
益增多，尽管经济发展目标依然是日本对外援助的重点，但其他诸如经济安
全、提高国际政治地位等目标也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开始显现。

首先是１９７３年的 “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１９７３
年１０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国家对美日等支持以
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作为一个对石油等自然资源进口极度依赖的国
家，“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经济和社会遭受了巨大的冲击。日本开始意识到美
国并不能保障其石油安全，认识到自身的经济繁荣和经济安全严重依赖能源这
一事实。日本开始考虑如何与产油国建立良好关系， “能源外交”开始显现。

由此，大量的日本对外援助开始流向中东地区，也开始流向非洲和拉美等资源
丰富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日本的对外援助开始走向全球化。

其次是１９７４年，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泰国和印尼时遭遇了规模
巨大的游行示威。日本的对外援助曾长期聚焦于东南亚地区，理当与东南亚
各国之间建立信任和友好关系，但事实上并未赢得东南亚各受援国民众的信
任。游行示威使日本对自身的对外援助信念遭受重大打击，其对外援助中因
过于明显的追求经济利益和附加各项条件的贷款政策，反而激发了受援国和
地区对日本更深的不满。反思之后，日本在随后的东南亚援助上开始放宽条
件，除了经济目标之外，也开始重视对外援助在外交和政治方面的重大意
义，着重改善日本与受援国之间的关系，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中期，由于日本与非洲的贸易迅速增长，日本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

仅１９７５年一年，日本对非洲的贸易盈余就达到了１０．２亿美元，① 这引起了
许多非洲国家的不满及贸易摩擦，一些非洲国家开始采取对日本的制裁政
策。日本通过提供日元贷款作为援助方式缓解了与非洲的贸易摩擦问题，也
因此开启了日本对非援助的大门。这也为日本通过对外援助方式解决国际矛
盾和达成政治经济目的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新思路。

再次，从国际形势来看，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苏冷战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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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形成了 “苏攻美守”的局势，美国开始面临来自苏联的巨大战略压力。在

这种情况下，美国开始要求日本配合其全球的冷战战略，承担 “战略配合”的

责任，向对冷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和地区 （如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埃

及）提供对外援助。另外，日本对外贸易积累了的大量贸易盈余，也容易与许

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形成贸易摩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援助国对日本施压，要

求日本增加对外援助额，以便使贸易盈余向发展中国家还流。日本与美国维持盟

友关系的同时也开始与其产生利益分歧，日本面临重新审视日美关系的局面。

最后，从国内自身的发展状况来看，经过战后２０多年的建设，日本经济

得到了飞速发展，进入８０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此时，日本已不满足于仅仅是经济大国，希望成为政治大国的意识开始复苏。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日本仍然重视经济发展的目标，另一方面，

日本也开始更多地重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外交利益和政治利益在其国

家战略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反映在对外援助上，日本开始反思其之前的对

外援助政策，开始构建诸如 “综合安全保障”或 “综合经济合作”等新的援

助理念和援助战略。尽管这些援助理念在当时仍处于讨论之中，但背后的某

些共识是一致的：日本是一个非军备国家，不太可能用武力威胁等方式解决

国际冲突与摩擦；而且日本是一个资源小国，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与其他国家

的贸易。虽然日本不必过于担忧对本土的直接军事威胁，但资源对于日本的

经济安全至关重要，这有赖于一个有序、安全的国际和外交环境，因此，通

过对外援助来解决国际纷争是防患于未然、保障日本经济安全的不二选择。与

此同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开始显现和膨胀，

并开始谋求建立更良好的国际形象。在诸多非军事手段中，对外援助成为日

本谋求更高国际地位的最优选择，也被广泛认可为日本外交工具的核心。

反映在对外援助的实践上，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外援助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外援助开始国际化，越来越多的援助开始流向中东和非洲等地

区，是日本 “能源外交”的体现。一方面，日本寻求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日本积极配合美

国的 “战略”，以期提高日本在美国西方盟友中的地位和自身在国际上的大

国形象。第二，由于日本经济迅猛增长，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要求日本

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日本对外援助的数额大幅增加。

一方面，美国等西方援助国要求日本提供更多的对外援助，督促其将贸易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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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展中国家还流；另一方面，日本自身也愿意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树立良

好的国际形象。事实上，从１９７８年起，日本开始连续制定了五个ＯＤＡ中期目

标条款，以不断推动日本对外援助额的增长。第三，日本之前的对外援助偏重

经济目标，主要投向经济生产部门和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援助主要以日元贷款

方式进行，附加条件较多，援助质量较差，受到国际社会和受援国指责也较

多。在这一时期，日本开始着力改善援助质量，逐步提高对医疗、教育等社会

基础设施部门的援助比例，逐步提高赠予在援助总额中的比例。

（二）探索发展期的援助演进与欧美的比较

从日本的援助和贸易、投资数据来看，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９１年，尤其是在

１９８５年 《广场协定》日元汇率大涨之后，日本对外援助经历了飞速的发

展。① 尽管在两次石油危机和１９９０年经济泡沫破裂时，日本的净出口额和外汇

储备有所下降，但整体上保持较高的上涨势头，反映日本出口竞争力的出口额

也几乎一直维持长期平稳、较快的发展。此外，日本对外直接投资 （ＦＤＩ）也

经历了较快的发展 （见图２）。可见，日本对外援助、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在这

一阶段依然飞速发展，对外援助的增长与日本促进贸易和对外投资并行不悖。

图２　日本的对外援助、贸易、投资概况 （１９６０～１９９１）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ＷＤＩ数据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ｈｔｔｐ：／／

ｄａｔａｂａｎｋ．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ｓｐｘ？ｓｏｕｒｃｅ＝ｗｏｒ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ｈｔｔｐ：／／

ｄａｔａ．ｉｍｆ．ｏｒｇ／？ｓｋ＝４Ｃ５１４Ｄ４８－Ｂ６ＢＡ－４９ＥＤ－８ＡＢ９－５２Ｂ０Ｃ１Ａ０１７９Ｂ。

—６０１—

① 日本的ＯＤＡ预算和支出均以日元形式进行，但是ＯＥＣＤ　ＤＡＣ在进行ＯＤＡ统计时，是以美
元计算的。１９８５年 《广场协定》签订之后，日元兑美元强势升值，客观导致了以美元计价的日本

ＯＤＡ也经历了迅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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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对外援助的地区分布来看，总体而言，日本的对外援助主要聚集

在东南亚，尤其在１９７２年及之前，日本的对外援助几乎全部集中于东南亚。

１９７３年之后，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援助有一个大幅度的增长。事实上，整个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对中东地区的ＯＤＡ每年都不到５０万美元，而到１９７７
年，日本对中东的援助蹿升到１．１亿美元，占到当年日本 ＯＤＡ的１２．４％，

这生动展现了日本当时 “能源外交”的情景。① 此外，自１９７３年之后，非

洲、南美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在日本 ＯＤＡ中得到较为稳定的援助，

尤其是非洲，自７０年代中期之后维持在１５％及以上的较高比例 （见图３）。

图３　日本ＯＤＡ地区分布 （１９６０～１９９１）

数据来源：ＯＥＣＤ　ＤＡＣ数据库，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ｑｗｉｄｓ／。

与同时期的欧美对外援助比较来看，受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援助服务于遏

制战略的影响，亚洲是其对外援助的重点，但也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所分布
（见图４）。１９７４年之前，美国在亚洲的对外援助也主要分布于东南亚。此

后，随着冷战形势的变化，美国在东南亚的援助大大减少，对南美洲的援助

也大幅减少，而对中东、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则大大增加。总体而

言，尽管美国的对外援助分布较为广泛，但在结构上日本与其仍有较大的相

似。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外援助的特点：受美国影响极大，

且承担了对美 “战略协调”的援助义务。

—７０１—

① 作者根据ＯＥＣＤ　ＤＡＣ数据库数据计算，参见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ｑｗｉ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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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美国ＯＤＡ地区分布 （１９６０～１９９１）

数据来源：同图３。

西欧国家①的对外援助同样分散于世界各地，不过，亚洲只是西欧援助

的次重点。其重点则在与西欧各国有着宗主—殖民地历史关系、地缘更为接

近而且自１９６０年迎来大范围独立的非洲 （见图５）。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

西欧在世界各地的援助结构比较稳定，变化相对较少。

图５　ＯＥＣＤ西欧国家ＯＤＡ地区分布 （１９６０～１９９１）

数据来源：同图３。

—８０１—

① 这里特指ＯＥＣＤ国家中位于西欧的１８个国家，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

德国、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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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援助的区域分布这一点来看，与欧美相比较，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外援

助体现出明显的以亚洲为中心、并逐步全球化的特征。

从援助的部门分布来看，日本在这一时期的援助体现出了明显的以经济

建设援助为中心的特点 （见图６）。绝大多数的援助进入了经济基础设施与服

务部门 （如公路、能源供给等）和生产部门 （如农林渔业和工业生产），且

在经济类援助中，对于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援助大体上要多于对生产部门

的援助。而体现所谓援助质量的社会基础设施与服务部门 （如教育、医疗、

卫生等）则比较少。事实上，直到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才开始有实质

性的、稳定的社会基础设施与服务部门援助，而直到１９７８年之后，社会基

础设施与服务部门才得到了较为稳定的保证，维持在所有部门可分配援助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ｌｌｏｃａｂｌｅ　ＯＤＡ）的１０％及以上的水平。

图６　日本部门可分配援助分布 （１９６７～１９９１）

数据来源：同图３。

与同时期的欧美比较而言，以１９７０年为界，之前美国的援助也主要聚

集在经济类部门，社会部门较少，但是美国对于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援助

较少，经济类援助主要集中在对生产部门的援助上 （见图７和图８）。１９７０
年之后，对社会基础设施与服务部门的援助迅猛增长，并维持在超过５０％的

较高水平。西欧各国的对外援助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同样以１９７０年为界，

１９７０年之后对于社会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援助开始大大增加。西欧对于经济基

础设施与服务部门的援助和对生产部门的援助大抵相当，而对社会基础设施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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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服务部门的援助最后稳定在４０％左右的较高水平。

图７　美国部门可分配援助分布 （１９６７～１９９１）

数据来源：同图３。

图８　ＯＥＣＤ西欧国家部门可分配援助分布 （１９６７～１９９１）

数据来源：同图３。

从贷款占对外援助的比例来看，日本在提供对外援助时贷款所占的比例

要大大高于美国和西欧的水平，这也为日本的西方盟友指责日本援助质量较

差提供了另一个证据。从日本自身的演变来说，７０年代的贷款比例水平要显

著高于８０年代，８０年代的贷款比例长期维持在５０％以下 （见图９），这也反

映了日本为符合西方援助标准而改善自身的援助质量的努力。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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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日美欧贷款占对外援助比例 （１９６７～１９９１）

数据来源：同图３。

　　另外还有一个指标———人道主义援助水平———可以体现日本这一时期援助

结构的特点。欧美国家普遍强调人道主义援助的意义，这一方面与当时的冷战

意识形态有关，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欧美国家基于ＯＥＣＤ标准导向的援助体系的

评价标准。在欧美国家的援助体系中，人道主义援助在援助总量中的比例一般

较高，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一般维持在２％及以上，尤其在海湾战争期间一度

接近８％，这也体现了欧美国家的国际发展援助与外交政策之间的紧密关系。

而日本除了在１９９０年海湾战争中人道主义援助占到２．３９％以外 （但仍远低于欧

美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其余年份均维持在极低的平均为０．２％的水平 （见图１０）。

图１０　日美欧人道主义援助比例 （１９６７～１９９１）

数据来源：同图３。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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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对外援助的谋求政治大国期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一）谋求政治大国期的历史背景与援助战略分析

经过３０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伴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发生的一系

列影响国际、国内形势的事件，结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战略，日本政府于１９９２
年推出了其首个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这标志着作为其外交工具核心的对外

援助已具有正式的、制度化的援助理念、纲领和框架。２００３年日本政府对该大

纲进行了修订，使之在后来的世界形势和国内环境下更符合日本的国家战略。概

言之，这一时期的日本对外援助主要服务于日本谋求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目标，

无论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变迁还是自身的发展状况都有利于日本实现这一目标。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随着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冷战宣告结束，这正

是日本有望成为政治大国的绝佳历史契机。首先，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

解，国际政治权势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从而为日本等美国西方盟友发挥

更大的战略作用提供了可能。其次，冷战结束也同时意味着日本受制于传统

两极对立的诸多约束的放松，如 “对美协调”战略义务的暂时结束，以及来

自苏联的巨大战略和安全压力的终止。日本由此获得了更多独立自主的战略

空间，并有望在国际上获得独立的、符合其经济实力的政治地位。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事实上，由于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日本国内以

及国际上对日本未来发展的预期，日本被认为将成为另一个在权势方面不断

追赶美国的大国，未来极有可能形成美日欧 “三极”的格局。这在冷战结束

后更为明显。同时，由于日本权势追逐和自我期许的日益膨胀，美日之间在

冷战后期不断浮现的矛盾进一步释放，日本开始不断面临来自美国的战略打

压。这一形势随着９０年代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以及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

崛起而有所改变，此时日本对美国的威胁相对减小，美日之间的矛盾得以缓

和。总体而言，相较于前一时期，日本在冷战结束后获得了更多的战略自主

空间，国际形势也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从日本国内的发展来看，尽管成为政治大国的愿望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就

开始浮现，但直到冷战结束后才逐渐形成正式、明确的战略目标，这部分归

因于日本长期高速的经济发展。二战后，经过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日本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截至２００９年）。１９８５年，长期的贸易盈余让日本成为

—２１１—



战后日本对外援助的动态演进及其援助战略分析 □　

世界第一大债权国。１９８７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ＧＮＰ）超过美国。

１９８８年，日本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１９８９年，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

一大援助国。① 此时，日本在经济上尤其是在国际援助上，已经成为国际社会

的 “领头羊”。日本经济的长期成长和突出成绩使日本国内的大国意识不断膨

胀，在各个领域内和美国竞争并试图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社会的普遍呼声；追

求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逐渐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核心议程。因

此，谋求政治大国地位成为日本这一时期的战略主题和国家利益核心之一。

１９９３年在第４８届联合国大会上，日本正式提出了希望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的愿望，并开始了其长期的谋求成为政治大国的外交努力。对外援助作为日本

对外政策的核心工具，日本该如何利用好这一工具发挥其国际第一大援助国的

影响力，并以此服务于其国家战略目的，成为这一时期日本亟待解决的问题。

１９９２年，日本发布首份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作为对外援助的纲领性

指导文件，日本政府系统阐述了其对外援助的理念、原则、重点和标准。在

１９９２年的ＯＤＡ大纲中，日本政府提出了对外援助的 “四原则”： （１）协调

环境保护与发展；（２）杜绝任何将ＯＤＡ用于军事目的或加剧国际冲突的行

为；（３）密切关注受援国的军事开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武器进出

口等状况；（４）密切关注受援国推动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和保护人权与自由

的状况。② 可见，日本政府已经走出了仅仅关注经济利益的 ＯＤＡ时代，将

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放在了对外援助的更重要位置。相比于１９９２
年的大纲，２００３年的修订版ＯＤＡ大纲更为细致地陈述了世界和平 （非军备

国家）和贸易 （资源小国）对于日本安全和繁荣的重要作用，并树立了日本

作为和平国家将运用 ＯＤ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理念。

此外，新ＯＤＡ大纲还数次提到了ＯＤＡ对于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３年的修订版ＯＤＡ大纲将人道主义、保护个人安全和权

利置于一个尤为重要的地位。③

随着日本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并认可ＯＤＡ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

—３１１—

①

②

③

作者根据ＯＥＣＤ　ＤＡＣ数据库进行计算，参见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ｑｗｉｄｓ／。

日本外务省：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 （旧 ＯＤＡ大纲）》，１９９２，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

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ｏｄａ／ｓｅｉｓａｋｕ／ｔａｉｋｏｕ／ｓｅｉ＿１＿１．ｈｔｍｌ。

日本外务省：《政府开发援助 （ＯＤＡ）大纲》，２００３，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

ｇａｉｋｏ／ｏｄａ／ｓｅｉｓａｋｕ／ｔａｉｋｏｕ．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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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作用，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环境下，虽仍然受美国较大的影响，但日

本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援助理念，尤其是如何在国际援助领域发挥领导作

用、如何在国际援助中增强日本的政治影响力并提高国际政治地位，日本已

经形成了独特的援助特点。

第一，维持以东南亚为主的援助结构，同时兼顾世界其他地区需要援助的

国家。在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３年修订的ＯＤＡ大纲中，日本认可东南亚国家尤其是

东盟国家对于日本稳定与繁荣的重大意义，并明确提出将东南亚地区作为对外

援助的重点。与此同时，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日本提出将给予有重点的关注。

第二，援助重点以 “调结构”为主而非 “增数量”。一方面，日本已经

成为最大的援助国，再着力扩大援助额的意义不大，而且国际上对于日本援

助质量较差的批评此起彼伏，这一问题在日本成为最大援助国后变得更加突

出。另一方面，１９９０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其经济发展状况开始走下坡

路，财政压力陡增，继续维持高增长的对外援助额并不现实。在此背景下，

通过不断扩大对外援助额的方式来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做法并不合适。因

此，日本将对外援助的经济目标适当收回，加入更多的政治和道义因素，改

善援助结构，提高援助质量，展现日本的国际形象和道德风范，这些对进一

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第三，在解决世界性问题中发挥领导作用。如在一些关乎全球利益又无

明确领导国家的问题领域，日本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效提高了日本在国际社

会的影响力和地位。环境领域是日本世界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最为典型的例

子。在１９９２年的 ＯＤＡ大纲中，日本将环境保护问题放在了 “四原则”之

首，可见日本在外交政策上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１９９７年在日本签订的 《京

都协定书》是其在国际上取得的重大成绩，日本迄今仍是国际上全球变暖、

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领域的主导国家。非洲问题是日本对外援助发挥领导作

用的又一大重点。１９９３年，日本成功组织了第一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迄今为止该会议已成功举办了六届。通过这些会议和相应行动，日本加深了

与非洲各国的伙伴关系并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此外，日本还在公共卫生

与医疗、性别歧视等世界性议题上做出了尝试和努力。

第四，聚焦联合国外交。日本已经明确提出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的愿望，联合国外交也成为日本对外援助的重中之重。无论是在联合国中积

极发声，还是大力援助联合国维和部队，日本都不遗余力。日本对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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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大力援助也成为其在联合国内获得广泛支持的重要保障。自２０１５年底

成功当选２０１６～２０１７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已经是第１１次当

选，创联合国一国当选次数的历史新高，足见日本对联合国外交的重视和寻

求更多国际支持的外交成果。

（二）谋求政治大国期的援助演进与欧美比较

从日本１９９２～２０１４年的援助和经济相关数据来看，整体而言，对外援

助额基本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规模，比较好地与日本的财政收入变化情况

相匹配。这反映了随着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压力增大，日本的对外援助

变革由 “增量”转为 “调结构”。具体而言，以２００３年为界，在此之前，日

本的对外援助额在经历了最后一个关于扩大对外援助额的中期目标条款

（１９９３～１９９７）的增长后开始下滑，而同时期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也维持在比

较稳定的水平。２００３年后，日本的对外援助额又开始上涨，而对外贸易和对外

投资，除了金融危机后的２００９年，也都开始增长 （见图１１）。

图１１　日本的对外援助、贸易、投资概况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数据来源：同图２。

从日本对外援助的地区分布来看，以ＯＤＡ大纲修改后的２００４年为界。

２００４年之前，日本的 ＯＤＡ仍然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地区。自２００４年之后，

对中东和非洲的对外援助开始增加，在一些年份对非洲或中东的援助甚至已

经超过了对东南亚的援助。可以看出，自２００４年之后，日本的对外援助在

区域分布上更为分散了 （见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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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日本部门可分配援助分布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数据来源：同图３。

　　与同时期的欧美对外援助比较来看，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重点仍是

非洲和中东，也有相当一部分的援助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见图１３）。

从援助的区域分布来看，日本的对外援助尽管仍以东南亚为主，但是也

逐渐像欧美一样，把非洲摆在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西欧的对外援助仍

集中于非洲，也逐步增加了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对东南亚的对外援助

基本维持在１０％～１５％左右 （见图１４）。

图１３　美国ＯＤＡ地区分布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数据来源：同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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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ＯＥＣＤ西欧国家ＯＤＡ地区分布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数据来源：同图３。

从援助的部门分布来看，日本在这一时期仍然维持着高比例的经济基础

设施和服务方面的援助支出，契合了日本在２００３年修改版ＯＤＡ大纲中明确

提出的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应当 “自助”（ｓｅｌｆ－ｈｅｌｐ）的理念，符合经济基础

设施建设的援助逻辑和特点。但与上一时期相比，日本在生产部门的援助大

为减少，而在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的援助则大为增加，这也反映了日本

在人权保护和提高援助质量方面的努力 （见图１５）。

图１５　按部门分布的日本援助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数据来源：同图３。

与同时期的欧美比较而言，欧美对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支出仍占大

头，美国对这一部门的支出平均在６０％以上，而西欧则保持在平均５０％左

右。这也反映了在欧美的价值观体系和意识形态下对人权保护的强调和对高

援助质量的理解。可以看到，日本在这一时期的援助结构一方面反映了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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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援助理念的坚持，另一方面也在向欧美的援助理念靠拢，提高援助质

量，展现良好的国际形象 （见图１６、图１７）。

图１６　美国部门可分配援助分布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数据来源：同图３。

图１７　ＯＥＣＤ西欧国家部门可分配援助分布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数据来源：同图３。

从对外援助中贷款所占的比例来看，自１９９２年以后，日本对外援助中

贷款比例尽管仍维持较高水平，但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直到２００６年之后

才有所回升 （见图１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改善援助质量的努力。

与同时期的欧美相比，欧美仍以大规模的赠予而非贷款为主，以ＤＡＣ的标

准而言，日本对外援助的质量仍然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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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日美欧贷款占对外援助比例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数据来源：同图３。

　　从人道主义援助水平的比较来看，欧美仍然维持着较高比例的人道主义

援助，尤其是美国。１９９９年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的人道主义援助比例达到历

史最高值，即２５．８３％，而自２０００年后一直到２０１４年都处于整体上升的状

态。西欧的人道主义援助比例比较稳定，维持在６％左右。日本的人道主义

援助比例也有明显的增长。自１９９２年日本发布ＯＤＡ大纲后，尽管在 “四原

则”中也明确对人权的关注，但事实上日本的人道主义援助，除１９９９年科

索沃战争期间以外，仍然维持着极低的水平。一直到２００３年日本修订了

ＯＤＡ大纲，更明确地提出对人权的保护之后，自２００４年起，日本开始加大

对人道主义援助的支出，并且已经接近西欧的水平 （见图１９）。

图１９　日美欧人道主义援助比例 （１９９２～２０１４）

数据来源：同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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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对外援助的独立风格成型期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年是日本自１９５５年首次实际提供对外援助６０周年。经过对其过往

ＯＤＡ历史的回顾和反思，日本政府于２０１５年提出了新的ＯＤＡ大纲，并命

名为 《开发合作大纲》。与之前版本的名字 《政府开发援助大纲》相比，名

字里既少了 “政府”二字又将 “援助”改为了 “合作”，从中也可窥测出新

时期日本对外援助的理念。概言之，与之前的两大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日本

对外援助最大的特点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不同于欧美对外援助价值观

的独特理念，展示出一系列新特点。

从国际形势来看，日本经历了战后长期的和平年代，世界格局又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首先，国际权势均衡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

的崛起使得全球治理的领导体系进一步多元化。其次，科技进步和全球经贸

往来带来的全球化不断加深，使得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变得愈加密切，也使

得众多非国家实体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私营资本、ＮＧＯ
等。再次，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威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因素。环

境问题与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国际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网络安全、脆

弱国家崩溃的难民问题等，都成为国际社会不断面临的新挑战，甚至由于国

家间相互依赖的加深，一些不断强大的新兴国家内部的政治不稳定或经济崩

溃都会传导到其他国家，从而带来世界经济的动荡。日本愈益将世界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与自身的安全与繁荣联系起来。

从日本国内自身的发展来看，尽管不断面临来自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冲

击，但经过长期稳定而和平的发展，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尤其是在人力资本积累、科学技术、工业发展、发展与环保的协调方面，以

及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上，日本都走在世界的前列。

尽管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目标仍未实现，但日本在全球气候变

化、亚洲开发银行等议题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日本仍然努力在

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并将其视为重要的国家利益。

２０１３年，日本政府通过了 《国家安全战略》，系统阐释了日本在新的国

际环境下的应对之策。日本认为，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核心在于创造稳定而

可预期的国际环境，并将危险防患于未然。因此，日本的战略应当是以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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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为原则，发挥前瞻式的作用以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以期创

造对日本有利的国际秩序和安全环境。① 日本将自身定位为 “前瞻式的和平

促进者”（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　ｔｏ　Ｐｅａｃｅ），在这种自我期许下，日本也自认

为应该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主动的作用。

２０１５年，在遵照 《国家安全战略》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发布了 《开发合

作大纲》。作为新时代下日本对外援助的纲领，新ＯＤＡ大纲呈现了日本援助

战略选择中运用对外援助工具的崭新特点。

第一，日本树立了自身对外援助能力和理念的自信，并意图推广自己的

理念并发挥领导作用。在新的ＯＤＡ大纲里，日本政府开篇不久即指出 “日

本多年扎实的 （为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对外援助的）努力赢得了国际社会

的尊重与信心，国际社会也期待日本更进一步发挥与其国家实力相符的更积

极主动的作用以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繁荣”。② 并强调日本将承担一

个 “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说，在日本政府自己的认知和阐述里，

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上一时期的目标并成长为一个政治上有影响力的大国 （尽管

迄今仍未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事实上，日本不仅对自己的政治地位

有了足够的自信，也对自己的 “软实力”有了更大的自信。日本认为，其自身成

长为发达国家的经历及独特的价值观与文化也被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并考虑将包

括语言在内的日本 “软文化”加入到对外援助的努力中去。此外，日本还提出将

推动 “日本自身的政策进入国际对外援助的理念与未来发展趋势中去”，③ 甚至

进一步 “在国际组织和整个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作用并塑造国际规范”。④

第二，日本明确肯定对外援助对日本国家利益的作用，并从国家利益的

角度规划对外援助。安倍晋三政府在２０１３年的 《国家安全战略》中鲜明地

指出，对外援助是日本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工具。⑤ 在２０１５年的 《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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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０１３，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ｓ．ｇｏ．

ｊｐ／ｊｐ／ｓｉｒｙｏｕ／１３１２１７ａｎｚｅｎｈｏｓｈｏｕ／ｎｓｓ－ｅ．ｐｄｆ。

日本外务省： 《开发合作大纲》，２０１５，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ｇａｉｋｏ／ｏｄａ／

ｓｅｉｓａｋｕ／ｔａｉｋｏｕ＿２０１５０２．ｈｔｍｌ。

日本外务省：《开发合作大纲》，２０１５。

同上。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国家安全保障战略》，２０１３，参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

ｋａｋｕｇｉｋｅｔｔｅｉ／２０１３／＿＿ｉｃｓＦｉｌｅｓ／ａｆｉｅｌｄｆｉｌｅ／２０１３／１２／１７／２０１３１２１７－１＿１．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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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大纲》中，日本更明确提出，对外援助是保障日本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
分。① 尽管国家利益一直是日本政府考虑对外援助政策的重要标准，但这是日
本政府第一次在官方正式文件尤其是日本政府关于对外援助的纲领性文件上明

确提出这一观点。日本政府甚至还提出了ＯＤＡ是 “对未来的投资”的说法。②

第三，日本打破对外援助的传统惯例，尝试新的实践。首先，正如日本
将ＯＤＡ大纲中 “政府”二字去掉所意味的那样，日本仅将政府对外援助视
为对外援助体系中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将以政府的ＯＤＡ为杠杆，充分调动
受援国地方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等各个层次，以及各个部门的多方
资源共同协力服务发展的目标。其次，尽管东南亚地区依然是日本援助的重
点，但是在表述上日本淡化了对东南亚地区的强调，而更加突出对外援助的
全球视野。再次，尽管按照国际惯例，一旦受援国发展成 “中等收入国家”，

国际社会对它们的援助也将终止，然而日本并没有遵守这种惯例。然后，日
本强调了对区域发展的重视，打破了援助只针对具体国家的局限。日本提出
对外援助将关注那些跨国境的、区域整体的事务。最后，也是最为引人注目
的一点，尽管日本仍然声称ＯＤＡ只服务于非军事目的，但在新的 ＯＤＡ大
纲中，日本也指明，如果受援国的军队是服务于非军事目标，日本政府也可
以酌情对军队给予援助。这些对新实践的尝试，一方面暗示了日本对外援助
未来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日本对自身援助理念的充分自信，自信
有能力独立主张，不再一味视欧美标准的对外援助为国际惯例。

第四，日本重新重视传统的所谓 “日本模式”的重要作用。正如日本将

ＯＤＡ大纲中的 “援助”重新改为 “合作”所暗示的那样，日本将自己从一
个援助的单向提供者的角色变成了从援助中获得双赢的一方。事实上，日本
在新ＯＤＡ大纲中也提出了与受援国 “共同发展”的理念。日本再次提出了
融合 “援助—投资—贸易”的 “日本模式”，通过软硬件基础设施的投资来
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进而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大力推动私营部门
的发展，实现私营部门领导的经济发展，促进投资与贸易的扩大，从而同时
推动受援国与日本经济的共同发展。在日本对外援助开始的初期， “日本模
式”大大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但也在国际社会上引来了对日本援助低质
量的广泛批评。而在日本极力提高政治影响力时，日本逐渐淡化了对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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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日本外务省：《开发合作大纲》。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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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目标，开始更加强调高质量的对外援助。在当前情形下，尤其是经济

长期低迷又面临老龄化等问题，日本开始重新重视对外援助的经济目标，也

带来了 “日本模式”的再次复苏。

六、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对日本对外援助翔实的数据展示、历史梳理和与欧美的比较分析，

我们可以得知，日本对外援助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而其动态演进的背后

是一系列国内外政治、经济格局演变下的战略考量。尤其是在与欧美的比较

中，可以总结出三个贯穿日本对外援助始终的特点。

第一，地域上以东南亚地区为大本营。美国作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基

于不同的国际形势和利益需要，其援助重点经常变换———从东南亚到中东、

非洲等。而西欧国家的对外援助重点比较稳定，一直是在非洲，这也与西欧

作为前宗主国试图维持其对非洲的影响力相呼应。而日本尽管自２００３年以来

对非洲的援助大幅上升，但东南亚地区一直都是日本对外援助的基地和大本

营。东南亚地区对于日本的经济和安全至关重要，日本一直是东南亚国家极为

重要的经济伙伴，在推动东南亚地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目标上从不放弃经济利益。在欧美的对外援助中，健康、教育等的

社会基础设施与服务一直都是重点，而在日本的援助结构中，最大的重点始终

是经济基础设施与服务。日本对外援助初期探索出来的所谓 “日本模式”就一

直被视作其经济发展的强大助力。在后来日本谋求更多政治影响力时，尽管日

本着力提高对外援助的多元化，但是对经济部门的援助并未大幅减少，对生产

部门、经济基础设施和服务部门的ＯＤＡ总和依然长期占据接近７０％的比例。①

而在２０１５年日本新 ＯＤＡ大纲发布以后，对外援助的经济目标和 “日本模

式”在制度化的文件中进一步得到强调，经济利益得到空前重视。在当前国

际经济形势严峻，加之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国内老龄化问题突出等国内外挑

战下，促进经济发展是日本政府的重大任务。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如何把对

外援助与国内经济利益有机结合将成为日本对外援助不可忽视的长期目标。

第三，外交上服务于政治大国的理想。作为二战战败国，政治地位与经济实

—３２１—

① 根据图１６的计算得出。



　□ 当代亚太　

力的不匹配是日本与欧美国家相比最大的特点，这一特点在与另一个战败国德国

在欧盟的主导地位相比时显得尤其突出。二战后，日本作为西方盟友的一员，逐

渐与各国恢复外交关系与政治联络；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

本表露要提高国际影响力之后，对外援助就与日本的政治崛起紧密配合在了一

起。２０１５年日本 《开发合作大纲》则可以看出日本对自身政治地位的提高的自

信。而在新大纲中日本表露的希望发挥自身软实力作用、塑造国际规则的宣告则

进一步展示了日本在政治上的抱负。日本仍未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未曾停

止这一努力。成为政治大国的理想也将长期成为理解日本对外援助的重要因素。

尽管日本的国情和中国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中国侧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对外

援助模式与日本最为相近，因此，日本的对外援助经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有价

值的参考。基于本文的研究，我们尝试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中国应该建立更加系统性的援助框架和目标。尽管日本对外援助

的目标在动态演变，但是不变的是其始终具有一个成熟的援助框架和清晰的

目标，各个阶段的对外援助都围绕这个框架和目标来实施。随着中国对外援

助金额迅速增加，对某些国家或者领域的援助过度集中，缺乏一个整体和协

调的框架，对外援助的目标在一些情况下也比较模糊。这不仅导致对外援助

效率下降，甚至一些资金的偿还风险也在增加。因此，建议加强对外援助的

顶层设计，并使各个援助部门统一到一致的援助框架和目标下，加强协调和

管理，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系统性和有效性。

其次，中国对外援助应坚持符合中国国情和比较优势。尽管日本在意识形

态和地缘政治范畴上属于西方阵营，然而其援助方式经常受到欧美政府和社会

组织的批评，但其却能长期坚持相对独立的国际援助政策。近年来，中国的对

外援助同样经常受到欧美相关领域的批评，如批评中国援助过于注重短期经济

利益、捆绑援助 （ｔｉｅｄ　ａｉｄ）以及过于侧重基础设施而缺乏对社会领域的关注

等。尽管在某些方面和项目上，中国对外援助的确存在改进空间，如目前对受

援国宏观经济和财政债务的关注度还不够。但是我们也应清楚了解并坚定我们

的国情和比较优势，不应为西方的批评所动摇，遵循对外援助惠及援助国和受

援国的准则，坚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比较优势的对外援助道路。

再次，中国对外援助应紧密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尽管通过

数据可以发现，部分国家如北欧诸国，把对外援助当作是对低收入国家提供的

国际福利，但是这些国家主要都是小国或者中立国。事实上，笔者通过数据研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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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发现，美国和西欧的对外援助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外交政策的体现，日

本尤其如此，其对外援助动态演变的背后是一系列国家战略和利益的考量。因

此，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具有诸多外交目标和庞大的国家利益，应不

避讳强调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延伸。尤其随着经济外交在

整个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研究如何最有效地使用这个 “杠杆”，

使其为中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已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最后，在新形势下，中国应当做好与日本在对外援助领域竞争的准备。

日本的２０１５年ＯＤＡ大纲强调了援助的国际视野，中国的对外援助不断深

化，这在中国当前推行 “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将愈加明显。自２０１５年

以来，安倍晋三政府对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援助大幅增加，① 而这两大地区

是中国周边的关键地区，也是推行 “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区和桥头堡。因

此，中国的对外援助需要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与日本对外援助的竞争。中

国应对这一挑战具有两大优势。一是中国广阔的需求市场。相较于日本，中

国市场更加广阔、需求更大，这对于广大接受产业转移和加大工业建设的东

南亚和中亚国家而言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二是中国拥有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能力，而东南亚和中亚各国具有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缺口，中国的建设

能力和成本优势对对外援助和投资都具有积极作用。另外，中国对外援助也

存在不少值得改进的空间。一是要加强国别针对性。中国在国别援助计划上

的起步较晚，但仍大有可为。目前需要针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特点制定专门

的援助计划，加强与受援国的互信和了解，以提高援助的针对性和效率。二

是加大对社会服务和民生工程的援助。虽然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援助

具有比较优势，但对社会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援助更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国际形

象，更能增加当地民众的好感度与信任。三是政经互促。依托 “一带一路”

倡议和援助的增长，建立与受援国更深层的战略伙伴关系。因此，中国应当

充分发挥多种政策工具的积极作用，在经济、教育、军事、反恐等诸多领域

发挥援助的杠杆作用，以提升中国的地区影响力。

—５２１—

① 据财经网２０１５年６月２２日报道，２０１５年５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了一个名为 “高质
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投资亚洲的未来”的计划，在未来五年将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１１００亿美
元的投资，正好超过中国发起的亚投行的资本金１０００亿美元，参见ｈｔｔｐ：／／ｙｕａｎｃｈｕａｎｇ．ｃａｉｊ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２０１５／０６２２／３９０９９６９．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日本首相时隔九年再次访问中亚五国并签下巨额援助，参
见ｈｔｔｐｓ：／／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ｃｏｍ／２０１５／１０／ｗｈａｔ－ｄｉｄ－ａｂｅ－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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